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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沿着 DDT 从 1874 年合成到将在 2020 年淘汰的轨迹和趋势，第一次依据历史重大事件并结合 SCI 文献数量将

DDT 的发展分为 4 个历史阶段，着重探讨了这种“万能杀虫剂”带来的 3 个争论：DDT 对人类的健康影响、禁用还是使用 DDT、

以及如何评价 DDT。本文从 DDT 由人类的“宠儿”变成“弃儿”的历史演变中分析得出了一些启示，并指出对当今社会的警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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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70 年被各国逐渐禁用至今，DDT 在世界

上的产量和应用范围大体呈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却

一直在生产和应用，特别是一些国家在禁用后又重新

使用 DDT[1]。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2006 年 9 月 15 日推荐更广泛地室内滞留喷

洒（indoor residual spraying，IRS）DDT 来防治疟疾[2]，

再一次引爆了国际社会关于是否应该使用 DDT 的争

论[3]。事实上，DDT 引发的一些争议已经存在了约半

个世纪。WHO 计划 2017 年全球禁止生产 DDT，2020

年全球禁止使用 DDT，似乎已经给 DDT 的应用之争

盖棺定论，但是争论未必会就此停止。DDT 从大量使

用到禁用于农业再到禁用于卫生防疫，又到推荐应用

于卫生防疫并最终将被淘汰，其历史演变给我们什么

启示？  

本文第一次依据历史重大事件并结合 SCI 文献数

量将 DDT 的发展分为 4 个历史阶段，综合讨论了 3 种

长期存在的争论，并通过分析其历史演变得出一些有

意义的启示。   

1  DDT 

DDT 俗名滴滴涕，是一种典型的有机氯农药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OCPs），化学名称为二氯

二苯基三氯乙烷，英文名称是 1,1,1-trichloro-2,2-bis 

(4-chlorophenyl) ethane 或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 

thane，可简写为 p,p’-DDT 或 4,4’-DDT，其纯品为白

色晶体粉末，基本上无味。工业滴滴涕（TG-DDT）为 

 

 

 

 

白色或微黄色蜡状固体，一般为粒状或片状物质，有轻

微的芳香气味。工业滴滴涕一般包括 4 个组分，65% ~ 

80% 的 p,p’-DDT，是杀虫剂的有效成分，其他的 3 个

为杂质，即 15% ~ 21%的 o,p’-DDT，4% 的 p,p’-DDE

和其他的化合物[4]。DDE 和 DDD 分别是 DDT 的有氧

代谢产物和无氧代谢产物。通常使用的滴滴涕是几种成

分的混合物，是总 DDT（∑DDT）或者 DDT 和它的代

谢产物（DDTs），一般包括 p,p’-DDT，o,p’-DDT，p,p’- 

DDE，p,p’-DDD，有时也包括 o,p’-DDE 和 o,p’-DDD。

DDTs 化学结构稳定，在环境中不易降解，极性弱，是

一种憎水亲脂性的化合物。DDTs 在环境中的种种行为都

和它本身的固有的理化性质密切相关（表 1）。 

2  DDT 的历史发展阶段 

1874 年德国化学家 Othmar Zeidler 首先合成了

DDT，之后的 65 年无人问津，这是 DDT 的第一个历

史阶段——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阶段。 

1939—1961 年是 DDT 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

一个大显身手的阶段。1930—1940 年代，世界农林害

虫日趋严重，蚊、蝇、虱等害虫猖獗，并导致疟疾、

霍乱、斑疹、伤寒等多种疾病流行，对人类构成极大

威胁。1939 年瑞士化学家 Paul Hermann Muller 首先发

现 DDT 可以作为杀虫剂使用，而且 DDT 符合了当时

杀虫剂的许多的理想指标：杀虫谱广、药效强劲持久、

生产简单、价格便宜……DDT 首先在卫生领域取得了

成功。经过几年的有效杀虫后，DDT 直接使用在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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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DDTs 的理化性质[5] 

Table 1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DDTs 

属性 p,p’-DDT p,p’-DDE p,p’-DDD o,p’-DDT o,p’-DDE o,p’-DDD 

化学式 C14H9Cl5 C14H8Cl4 C14H10Cl4 C14H9Cl5 C14H8Cl4 C14H10Cl4 

分子量 354.49 318.03 320.05 354.49 318.03 320.05 

熔点 109℃ 89℃ 109℃ ~ 110℃ 74.2℃ 无数据 76℃ ~ 78℃ 

水溶性（25℃） 0.025 mg/L 0.120 mg/L 0.090 mg/L 0.085 mg/L 0.14 mg/L 0.1 mg/L 

log Kow 6.91 6.51 6.02 6.79 6.00 5.87 

 

上。1943 年，意大利的平民百姓同军人一样排队将

DDT 喷洒到身上。到 1945 年，蚊、蝇、虱等明显减

少，DDT 的大面积喷洒防止了整个欧洲斑疹、伤寒病

的流行。1948—1970 年 DDT 控制了疟疾和脑炎病的

传播，挽救了 5 000 多万人的生命。在印度，1947 年

疟疾发病高达 7 500 万例，死亡 80 万人，使用 DDT

后，到 1965 年减少到 10 万例几乎无人死于疟疾[6]。

此外，在防治农业害虫上 DDT 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 DDT 被誉为“万能杀虫剂”而风靡全球，其产量

和销售急剧增长。DDT 在控制疾病流行和增加粮食产

量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拯救亿万人的生命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7]。 

1962—2005 年是 DDT 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是

一个基本上被否定但却充满争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

里，根据争议和认识的发展又可以分为 4 个时段：①

1962—1969 年，开始否定并酝酿禁用 DDT；②1970

—1995 年，各国逐渐禁用 DDT 并争论 DDT 的毒性；

③1996—2000 年，肯定 DDT 的毒性并酝酿全球消除

DDT；④2001—2005 年，制定并执行《斯德哥尔摩公

约》。 

灵丹妙药 DDT 的神奇不容置疑，以至于 1962 年

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里揭露 DDT 的负面

效应的 Rachel Carson 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怀疑、嘲

笑、谩骂……然而，支持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争论不

仅仅出现在报纸、杂志、广播上，也出现在学术刊物

上。1945—1962 年在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中包含 DDT

的 SCI 文章数量平均为每年 3 篇（图 1），而 1963—1970

年（文章发表或出版要比事件大约迟一年）该平均值

上升为 19 篇，这反映了科学家对 DDT 的争议开始增

加。在 DDT 对生态系统有负面效应的看法逐渐得到公

认后，1970 年瑞典最先禁用 DDT[8]，之后更多的国家

先后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禁用了 DDT。虽然 DDT

遭到了禁用，但是难降解的 DDT 带来的安全性等争议

却并未停止。1971—1996 年涉及 DDT 的 SCI 文章平

均为每年 62 篇，在这 27 年里，文章的数量比较稳定，

但是一本书打破了这种稳定。1996 年 Colborn 等人在

《失窃的未来》（Our Stolen Future）中揭露了包括 DDT

在内的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ers, Eds）对野

生动物和人类的各种不利影响。Colborn 等认为 DDT

等内分泌干扰物能像激素那样只需微量就可以调控体

内代谢反应，因此把这些物质称为环境激素

（environmental hormone）。该书和其他相关文章加深

了人们对 DDT 危害的认识，也促进了人们彻底消除

DDT 的决心。在之后的几年里，1997—2001 年相关文

章的数量上升为平均每年 95 篇。2001 年 5 月 22—23

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将DDT

列入“肮脏的一打”，力图全球逐步禁用 DDT。截止

到 2005 年 5 月底，已有 151 个国家或组织签署了该公

约，其中 98 个国家或组织已正式批准了该公约。全球

的参与使得 2002—2006 年相关文章的数量上升为平

均每年 130 篇。 

 

（1945 年之前数量为 0，2010-8-19 为 163 篇） 

图 1  数据库 Elserver 中历年题目、摘要和关键词中包含 DDT 的 

SCI 文章数量 

Fig. 1  The number of SCI papers contained DDT within abstract,  

title and keywords in El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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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之后是 DDT 的第四个历史阶段——是一

个回光返照但却走向消亡的阶段。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6 年 9 月 15 日推荐更广泛地室内滞留喷洒 DDT 来

防治疟疾，再一次引爆了国际社会关于是否应该使用

DDT 的争论。2007—2009 年相关文章的数量迅速上升

为 181 篇（其中 2007 年的文章接近 200 篇）。2009 年

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制定了消除 DDT 的计划：2017 年

禁止生产 DDT，2020 年全球禁用 DDT。这似乎将会

吸引更多的关注：2010 年到 8 月中旬已有 163 篇相关

文章。 

3  DDT 引发的 3 个争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的有机农药，DDT 的

很多优点和缺点大家已有共识，例如 DDT 的杀虫谱

广、制作简单、价格便宜、药效强劲持久，同时难以

降解、能生物富集、能长途迁移以及对野生动物特别

是鸟类和鱼类的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

有诸多危害等。虽然一些争议已经盖棺定论，但是目

前仍然还有不少的争议。 

目前争论较多的问题有 3 个：①关于 DDT 对人类

健康的影响；②禁用还是使用 DDT；③应该如何看待

DDT。 

3.1  DDT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虽然 DDT 影响野生动物的证据确凿，但是 DDT

危害人类健康的证据并不充分。DDTs 进入人体的主要

通道：普通人是通过食物，职业暴露是通过吸入和真

皮接触，胎儿和婴儿可以通过胎盘和母乳。DDT 和

DDE容易溶解在脂质中，它们在人类脂肪组织（约 65% 

的脂肪）的浓度高于在母乳（2.5% ~ 4% 的脂肪）中

的浓度，在母乳中的浓度又高于在血液或精液（1% 的

脂肪）中的浓度[9]。墨西哥 40 个 DDT 喷洒者人体脂

肪中的总 DDT 浓度的平均值是 104.48 mg/kg，但是，

DDT 对人来讲似乎是安全的[10]。DDT 已经使用了 60

多年但却很少有急性中毒的，即便剂量高达 285 mg/kg

也只是导致呕吐而不会致死[9]。世界卫生组织（WHO）

和美国医药学会认为 DDT 的致癌性尚缺乏充分的证

据，有待进一步研究。美国环保署（EPA）也认为，DDT

对人的致癌性证据还不充足，但对动物的致癌性的证据

是充足的；DDE 对人致癌性是有争议的，但对动物的

致癌性的证据是充分的；而 DDD 对人的致癌性的证据

还没有发现，但对动物的致癌性的证据是充分的[11]。 

虽然很多研究表明 DDT 可能会影响人的神经行

为、生殖健康、癌症、婴幼儿发育、免疫和 DNA 损伤

等，但是相反的结论也很多，DDT 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证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调查[12]。Snedeker[13]认为虽

然一些早期的研究认为乳腺癌风险与脂肪或血液中的

DDTs 有显著的正相关，但是最近的大部分病例（对照

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联系。虽然禁用 DDT 主要是从生

态学的角度考虑而不是对人体的毒性，但是随后的研

究还是表明 DDT 对人体特别是婴幼儿可能有一定的

不良影响[14]。Beard[15]认为虽然 DDT 接触可能对许多

疾病有潜在的联系，但是证据并不是太充分，这主要

是因为方法方面的问题导致许多研究的结果不可信。

Snedeker[13]也认为分析方法、对照人群和食物要素等

诸多差异导致研究结果可靠性差。这也说明 DDT 威胁

人类健康的争议还将继续，而且有可能持续到 2020 年

之后。 

总的来说，DDT 危害人类健康的证据虽然还存在

很多争议，但是由于 DDT 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4

个属性（持久性、生物富集性、跳跃性和毒性），而且

历史用量多达 200 万 t 以上[16-17]，虽然禁用已 40 多年

仍然在地球上无处不在[18]，目前仍然可以通过食物链

在人体中富集[19]，因此 DDT 对人类的健康具有不容忽

视的可能的潜在的威胁。 

3.2  禁用还是使用 DDT 

1970 年之前这个问题就被激烈争论，之后 DDT

虽然被陆续禁用，但是很多国家还是将 DDT 用在农业

之外的领域。例如中国虽然在 1982 年禁用了 DDT，

但是仍然将其用于应急病媒防治、三氯杀螨醇生产和

防污漆生产，直到 2009 年完全禁用，但仍然保留了紧

急情况下用于病媒防治的可能[20]。《斯德哥尔摩公约》

努力将在地球上消除 DDT，但是由于对替代品拟除虫

菊酯类杀虫剂的抗药性，南非在 20 世纪末期禁用 DDT

后爆发了几次疟疾流行，迫使南非在 2000 年重新使用

DDT 来防治疟疾[21]。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赞比亚、津

巴布韦等一些非洲国家。一方面，环境学家要求全面

禁用 DDT；另一方面，疾病控制学家主张使用 DDT。

到底该不该使用 DDT 的争议又逐渐热了起来。特别是

2006 年 9 月 15 日， WHO 在禁用 DDT 30 多年后又重

新推荐广泛使用 DDT 来防治疟疾，这一事件更是引爆

了这个争论。斯德哥尔摩会议制定了 2020 年淘汰 DDT

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吗？  

本文认为 DDT 被解禁的主要原因有 4 个：①面

对死亡，宁要污染。每年 5 亿多人感染疟疾，100 多

万人死亡，其中每天有 3 000 个孩子和婴儿死于疟疾
[2]……在确定的死亡与可能的伤害之中选择污染可能

带来的伤害；②DDT 防治疟疾效果好。DDT 防治疟

疾的关键因素并不是杀虫，而是作为一种趋避剂，能



  第 5 期                               魏 峰等：DDT 引发的争论及启示                                 701  

 

够将蚊子赶出房间而避免疟疾传播。同时通常情况下

蚊子对 DDT 的抗药性不强；③DDT 替代品的无能为

力。DDT的替代品有很多，但是要么价格较贵难以让

非洲人民接受，要么药效不够持久作用不大，要么蚊

子很容易具有抗药性，总之目前还没有真正可以替代 

DDT 的药品和措施[2]；④使用方式的改变能够尽可能

防止 DDT 危害野生动物和人类。这也是 WHO 突出

强调的一点：采用正确的方式适时适当地使用 DDT 进

行室内滞留喷洒将不会对野生动物和人类产生伤害[2]。

总的来说，这些基于 WHO 对 DDT 的态度：从来没

有放弃在需要使用 DDT 的地方使用 DDT 的努力。 

2020 年淘汰 DDT 的计划是否成功，关键在替代

品或替代方案控制疟疾的有效性。疟疾问题非常复杂，

要想消除非常困难，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因为禁

用 DDT 和对特效药产生抗药性等造成疟疾的反复[22]。

WHO 立场陈述[23]：南非等国家禁用后疟疾爆发的历史

说明了在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之前就禁用 DDT 是有一

定的风险的。因此目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在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示范项目获得了较好的效果[24]。即

便获得了较好的替代品或方案，也需要执行一段时间

检验效果如何。例如有些药品用一段时间蚊子就会产

生抗药性，而且在不同的地区抗药性可能还不一样。

例如南非使用了 60 多年 DDT 也没有发现 DDT 抗性，

而尼日利亚则使用了一年半就发现了对 DDT 有抗性

的蚊子[3]。只剩下 9 年的时间，既要寻找替代品和方

案，又要检验替代品和方案的可靠性，2020 年淘汰

DDT 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不容乐观。 

3.3  如何评价 DDT 

虽然在 1962 年之后 DDT 从“神坛”上摔落下来，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和声讨，并被视为罪恶滔天的

恶魔，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将 DDT 视为救命的

良药。本文认为 DDT 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化合物。首先，在农药的历史上，DDT 是第一个

被人工合成的广谱而高效的有机杀虫剂。1939 年瑞士

化学家  Muller 首先发现  DDT 可以作为杀虫剂使

用，这标志着人们 2 000 余年来应用天然及无机药物

防治农业害虫的历史就此被改写。以 DDT 为首的有机

农药成为粮食增产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每年减少的

损失约占世界粮食总量的 1/3[25]。其次，DDT 曾经有

效杀灭了二战战场上蚊、蝇、虱、蚤等害虫，遏制了

霍乱、斑疹和伤寒等疾病在欧洲的大流行，之后又在

全世界成功控制了疟疾和脑炎的传播，拯救了亿万人

的生命。第三，DDT 间接揭开了现代环境运动的序幕。

1962 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描述了以 DDT 为首的

农药对环境的危害。Carson 用生命书写的巨著不但促

使美国很快成立了农业环境组织并在 1970 年成立美

国环保署（EPA），还推动了整个世界对环境污染的重

视。DDT 的危害为人类的环境和健康敲响了警钟。第

四，DDT 的使用已经 70 多年了，曾经对生态系统造

成严重的破坏。DDT 在地球上无处不在，而且还将长

期存在，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污染物之一。除了作

为有机氯农药的代表，DDT 还先后被列入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名单、内

分泌干扰物名单、持久性生物积累性有毒物质

（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PBTs）名单和

各国的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等。第五，也是最致命的，

被世界人民誉为“万能杀虫剂”的 DDT 使人类相信自

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和改造地球，极大地促进了人

类欲望的加速膨胀，使人类越来越贪婪地向大自然索

取。DDT 在农业和卫生领域的巨大成功，在全球掀起

了研制有机合成农药以及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品的热

潮。从此地球上的人工合成化学品迅速增加起来，其

中包括许多有毒的和未知毒性的化合物。 

4  DDT 带给人类的启示 

DDT 从人类的“宠儿”到“弃儿”的戏剧命运帮

助人们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信任，并越来越多地

考虑到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负面影响。科学技术发

展越快，就越难以控制，如同人类的交通方式：走路

时两个人很难相撞，即使相撞也没有什么危害，而开

汽车相撞几率大增并会导致死亡……交通工具的速

度越来越快，留给人类的反应时间就越来越短。科学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人类要安全地控制它就越来越

力不从心，越来越来不及反应……正如 Carson 所言：

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

而是以千年计，但是当今的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以致来

不及调整。 

    DDT 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有不少令人振奋的发明，它们可能像当年的 

DDT 那样，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满足人类日益

增长的需求。但是 DDT 大量使用了 20 多年才发现其

巨大危害，这些令人振奋的发明会不会也具有潜在的巨

大危害呢？正是由于有了 DDT 带来的启示，现在人类

在对待新发明新技术时应该更加小心谨慎。也许 DDT 

并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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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long the historical track and trend of DDT from its synthesis in 1874 to its elimination by 2020, partitioned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DDT into 4 phases by combining the historic important events with the number of SCI-cited publications, highlighted 3 debates arose 

from this omnipotent pesticide: the effect of DDT on human health, use DDT or not, and how to assess DD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obtained some 

revelations from the analyses on the course of DDT from human “pet” to human “foundling”, and pointed out the warning significance to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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